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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与工业化，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二者在近代中国的历

史上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内在关联 ：相当一部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主要是采用慈善赈济的模式加以筹集 ；不少工业化的主持者，则是

义赈领袖们集体转化而来。对于这一向来不为人所注意的历史事实，

朱浒有关近代义赈的研究（主要是《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 ：晚清义赈与近

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和《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两书）予以了充分揭示。

招股、慈善与信用

首先来看资金问题。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阶段，资金缺乏

一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为了自强，洋务派先是举办军用工业，

然而清政府的财政本就不宽裕，再加上连年战争，以及连绵不断的

自然灾害，经费屡屡捉襟见肘。为了支持军用工业，也为了“分洋

商之利”，洋务派又开始兴办民用企业以“求富”。这些民用企业多

采用官督商办形式，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即轮船招商局，其他类似

企业则被命名为“矿务招商局”“电报招商局”和“织布招商局”等，

以“招商”为名，主要是为了招徕“商股”。

但招股之初，很不顺利。轮船招商局在一八七二年便开始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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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由沙船商朱其昂负责，完全无法打开局面，一八七三年改由

粤东买办唐廷枢和徐润负责，很快便取得了重大进展，招到白银

四十七点六万两，但徐润一人便入股二十四万两，唐廷枢则不少于

八万两，其他附股之人也多为唐廷枢、徐润的亲友熟识。一八七六年，

轮船招商局续招三十九点七万两，实收仅八万多两 ；一八七七年收

购旗昌，拟招股一百五十万两，实收仅四点五万两。开平矿务局也

是如此，到一八七八年五月应该招到的八十万两，只招到二十余万

两，主要投资人是唐廷枢、徐润及与他们有联系的“港粤殷商”，直

到一八八○年还只有三十万两（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中国资本主义发

展史》第二卷，404、418、446 页）。

招股困难，并不是因为民间没有资金。曾一度垄断了长江航运

的旗昌轮船公司在一八六二年成立时，拟招股一百万两，股金在短

短三个月内便全部缴清，“华人是这个企业的最大业主”，旗昌洋行

只拥有该公司“不到三分之一的股权”（刘广京 ：《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

竞争》，26 页）。唐廷枢、徐润等粤东买办在入主轮船招商局之前，也

曾大量附股洋商轮船公司，并购买轮船诡寄洋商经营。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被外商誉为上海“最有实力最富有的人之一”的湖州丝

商兼旗昌洋行买办，也是旗昌轮船公司华人投资者之一的陈竹坪，

在一八六二到一八六三年对轮运业的投资达二十一点五万两（郝延平：

《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31、150 页）。然而，当一八七七

年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时，拥有大量旗昌股份的陈竹坪宁

愿撤股，也不愿意投资轮船招商局。这或许与陈竹坪身为浙江人有

关，正如李鸿章所言“广帮与浙苏等帮向各争胜，难遽合同”，因而

不肯在粤东买办主导的轮船招商局进行投资。

朱浒在《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一书中，专门比较了一八七七到一八八○年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

局、荆门矿务局等航运业、工矿业的招股资金，与同时段义赈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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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资金，前者是四十五万两，后者至少是九十三万两。将二者进行

比较，主要是因为这些资金都来源于民间。或有人认为，这时期正

好是丁戊奇荒，义赈捐款较入股开矿更为踊跃，是很正常的，而且

极有可能，正是义赈捐款的踊跃导致了工业化资金的欠缺。夏明方

就曾表示，中国近代频繁而严重的灾荒，正是导致整个近代工业化

的原始积累过程和规模极其艰难和微弱的重要原因。例如丁戊奇荒

中，朝廷曾一再向洋务企业提出助赈的要求，李鸿章不得不从海防

经费中拨解了七十万两充当赈款。但恰如朱浒所指出的，在义赈所

收到的捐款中，单笔数量超过五十两以上的款项都很少，更多的是

零零碎碎的小额捐助，大都不足以购买一张近代企业的股票，当然

也无法转化为近代企业的资金。

招股没有成效的根本原因是信用问题。有学者认为，民间资金

不愿入股官督商办企业，“根本原因是对官方不信任，就怕官方专断

独行，遭受损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46 页）。唐廷枢、徐

润等主持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时所招之股，除了他们本人之外，

唐廷枢自己也表示，“其最初附股之人，固由廷枢招至，即后来买受

者，廷枢亦大半相识”；在徐润而言，则是其“设法招徕各亲友”。

之所以如此，当然也是信用问题，唐廷枢、徐润等粤东买办在江南

招股，对其报以信任并肯花费真金白银购买股份的，只能是与他们

素有往来的“港粤殷商”。

在朱浒看来，招股真正打开局面，是在江南的义赈领袖们成群

地进入洋务企业，并使用义赈的募捐办法来招股之后。经元善为上

海机器织布局的招股活动，“即以筹赈平实宗旨，变而通之，凡所招

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布告大众”。此举曾

引起织布局官方代表的不满，认为“商务非办赈，收款何必登报”。

此外，织布局在全国各地的股份代收处，有许多负责人正是之前义

赈收捐处的主持人。经元善正是凭借以往在义赈活动中积累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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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尤其是义赈的募捐机制和义赈系统的人脉资源，招股活动取

得了极大成功。“仅在布局招商章程公布后不到一个月，社会上的认

股金额便达到三十万两，后又增至五十万两”，远远超过原定四十万

两的计划。朱浒认为，“这次成功标志着中国近代企业的投资状况进

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张国辉先生所说的“开始突破商帮亲友的狭隘

范围，扩大到以全国主要商业城市的商人作为争取对象”。经元善本

人也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溯招商、开平股份，皆唐、徐诸公因友及

友，辗转邀集。今之登报招徕、自愿送入者，从此次始。”

在此之后，投资热潮开始出现。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都迅速

扭转了一八八○年以前集资困难的局面。轮船招商局完成第一次招

股一百万两的计划用了八年时间，而第二次招股则仅用一年便实

现了 ；开平煤矿则在一年中便使自身资本总额从三十万两增长到

一百万两。《申报》曾报道：“现在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

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如果说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的招股

越来越顺利，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其经营业绩，那么很多当时还

没有业绩的企业也能够获得不少的集资，则与义赈领袖们开创的公

开招股方法有着很大的关系。

慈善事业尤其是公共慈善事业，与集股投资有着诸多相通之处，

两者都是从事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工作，而决定其成败的核心则

是信用。夫马进在其关于“征信录”的文章中曾指出 ：“公共慈善

事业有很多人参加，而事业的规模有时甚至扩大到半径达数十公里

或上百公里的地域，这导致了捐赠者与经营者往往是素不相识的。

或者仅仅是相识，但是根本不了解对方的人品和性格。而且，众人

结社并聚集资金，当然会担心自己的捐赠是否用途正当、历年的事

业究竟取得了什么成就、实际上的投资是否投向了为自己积德的事

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为《征信录》的会计事业报告书得以

诞生，并广泛传播。夫马进甚至将商人们主动地从事慈善事业也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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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种投资，“有一分之本，即收一分之利”，只不过这里的“一分

之利”不再是商业上的利润，而“变成了子孙繁荣、科举及第或者

无嗣者可得男孩等回报”（《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708、709 页）。可以说，

公共慈善事业和股份制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即如何在一个陌

生人社会获得信用和维持信用的问题。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阶

段，正是借助义赈资源，招股难的局面才得以打开。

义赈作为一种近代才兴起的慈善模式，按朱浒的话来说，是基

于江南的慈善传统才得以形成的。所谓义赈，主要有两点使它区别

于以往的慈善救济，一是民捐民办，二是跨区域。所谓跨区域，主

要是指江南人士筹集款项，前往华北等中国其他地区进行慈善活动。

义赈最具代表性的募捐办法—“愿”捐，历来就是江南地区广泛

流行的一种慈善募捐方式。所谓“愿”捐，就是先将每“愿”定为

一个数目不大的钱数，再随人发若干“愿”许捐。如上海的“百福

惜士会”称，“为清门馈贫粮，每愿一百文”；盛泽善士组成的慈善

组织则称，“每日一文为一愿”；昆山正心崇善局表示，“每愿计六百

文，六愿活一命”；常熟水奇堂的“一文缘”正是从“愿”演化而来，“一

文善愿，此举颇良”。常州人盛宣怀奉李鸿章之令，在浙江等地为山

西办赈，刊布《雁塔题名册》，“每塔五十愿，作五十格，每愿大钱

五百文”。或许正是由于长期浸润于这种慈善传统，盛宣怀曾提出这

样一种“如同放赈”的招股办法，即“愿附股一千两者先出一百两，

得红则准其再出九百两 ；不得红则将试挖工本刻信录了结”，在盛宣

怀看来，“将来大利之根在此百两，得红以后不准外人搀股，则人或

乐捐此百两”。争取信任以聚沙成塔的核心宗旨，使得公共慈善事业

与招股投资事业存在着极大的相通之处，江南的义赈领袖们正是凭

借这一点，获得了洋务运动的主要主持者李鸿章的信任，纷纷实现

了从赈务事业向洋务事业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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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赈务到洋务

以往的研究多认为，是洋务企业的主持者发动了义赈这种新型

的慈善赈济方式，这实际上是一种倒因为果的看法。易惠莉曾敏锐

地指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正值民用洋务企业活动处在筹议、

筹建的起步阶段，以持续数年的华北赈务活动为契机，中国官方与

江浙绅商界之间的关系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与融洽。”“对于此后不久

即出现的近代企业活动的投资热潮，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她

明确表示 ：“由在赈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同人关系转化为创办企业

活动的合作关系的典型事例，是一八八○年津沪电报的创办。”（《郑

观应评传》，221、222 页）易惠莉的研究较早地提示了江南绅商从赈务

向洋务的转变现象，朱浒则在《民胞物与 ：中国近代义赈》一书中，

对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过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如李

金镛先后被委办湖北矿务、漠河金矿，经元善先后被委办上海机器

织布局、电报局，谢家福则先后在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担任重要职务，

等等。

对谢家福、李金镛、经元善等义赈领袖人物的家世背景，朱浒

也进行了一番考察，发现他们“都有着长期力行善举的家世背景”。

谢家福的父亲谢蕙庭是道光、咸丰年间江南地区最著名的善士之一，

民国《吴县志》曾言 ：“道光中，以善人著声远近者，吴县潘曾沂、

谢元庆。”谢家福在《申报》上的身份，最初被定位为“善人之后”。

李金镛的父亲李廷发“生前好善，乡里共推”，临终前还遗命将其“养

赡田亩”，“收息施济，或鬻以充赈”，因而李金镛很早便开始从事

慈善活动。经元善的父亲经纬，早在道光年间就成为上海地区的知

名善士，被“上海绅士公举主辅元堂事”，后又兼办同仁堂、育婴堂

事。正是基于此，经元善在经纬去世的次年，即出任了上海同仁辅

元堂的董事。还必须一提的是，谢家福、李金镛和经元善同为江南

著名善士余治的门下弟子，是“江南善士圈”的核心成员。慈善事



102

业可谓这些义赈领袖的祖业，向来在江南地区声望卓著，备受信赖，

因而能够在义赈兴起时一呼百应。据易惠莉的研究，郑观应先后在

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担任要职，与其粤东买办的

身份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他通过余治的关系，“加入了浙江绅商社

会”，甚至与谢家福、经元善等成为金兰之交。郑观应实际上也是凭

借义赈领袖的身份，才得以出任上述洋务要职的。

义赈同人介入最深的一个行业是电报。电报总局虽然一开始设

在天津，但上海的地位事实上最重要。天津的意义在于军国大事，

上海则不仅仅是军国大事，还有经济上的意义，因而电报初创之后，

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动机的推动而遍地开花的，上海实际上成为电

报的总汇之地，而负责上海电报局的正是郑观应、谢家福和经元善。

据朱浒的研究，设在全国各地的电报分局，很多也都是义赈同人负

责，如主管苏州电报局的谢庭芝，是谢家福之侄，更是苏州桃花坞

赈所中的重要成员，后来又被任命为烟台电报局总办 ；主管镇江电

报局的是张世祁、严作霖，张世祁是桃花坞赈所的重要成员，严作

霖则不但是义赈的发起人之一，还是余治的弟子。此外，主管扬州

电报局的李培松、主管广东电报局的沈嵩龄、主管南昌电报局的何

梅阁、主管泸州电报局的王柳堂和主管泉州电报局的章蔚斋等，都

是义赈同人。督办电报局的盛宣怀曾明确表示：“吾侪数人以赈务始，

相期并不仅以电务终，道义之交甘苦与共。”可以说，电报局基本上

就是由义赈同人创办起来的，也长期掌握在义赈同人手里，因而此

后办赈形成了一个规矩，那就是出于赈务需要的电报都是免费的。

即便如此，电报局也是所有洋务企业中经营状况最好的一家。义赈

同人群体性进入洋务企业的状况，在当时便引起时人注意。《申报》

在一八八五年的一篇社评中指出 ：“从前办赈诸公有因急公好义，为

当道登以荐剡、荣以官阶者，近年以来，出而办理他务，如电线等局、

一切公司，宪委煌煌，居然总办、会办。彼其初心，原不藉筹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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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身之阶，而劳绩所在，宜沐施恩。”

必须指出，义赈同人之所以能够成批进入洋务企业，与盛宣怀、

李鸿章关系甚巨。盛宣怀很早便参与义赈，并与义赈同人建立了密

切联系。在朱浒看来，盛宣怀在义赈同人作为后盾之前，他的洋务

事业几乎毫无成就，在李鸿章眼中也很边缘。正是凭借义赈同人的

帮助，他通过创办电报站稳脚跟，又通过谢家福、郑观应的帮助，

完全掌控轮船招商局，从而为他的经济“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鸿章之所以对义赈同人建立信任，除了盛宣怀的大力推荐之外，

义赈事业本身对李鸿章也多有帮助。且不说义赈通过民间捐款，间

接地帮李鸿章的洋务企业省下大笔助赈费用，单是李鸿章督直期间，

凡是发生在直隶地区的灾害，义赈同人都会施加援手，使得李鸿章

不必靡费公款，或较少地拨款赈灾。光绪六年（一八八○）底，一位

义赈同人因江南、江北发生灾荒，准备将直赈结存的义赈款五万余

两带回江南，李鸿章竟然以“南省富庶，好义者多，如果因旱议赈，

必可就地设法集劝”为由，命其将此款“仍作直隶赈济要需，无须

汇回南省”。显然，李鸿章在军务、洋务方面需要的资金巨大，在赈

务上能省一分便是一分。李鸿章对能筹集巨款帮他赈灾的义赈同人

心存好感，有荐则用，不是没有缘由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李鸿

章正是通过这批义赈领袖，汲取江南的社会资源，用于他的洋务事

业。易惠莉曾表示，通过赈务同人创办电报之举可以看到，“赈务这

个纯粹传统的事务，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

下发生的特殊作用，它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 ：江南作为中国传统社

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它所具有的内在积极因素如何在近代

环境下转化为推动社会变迁的动力”。

慈善、财富与工业化

江南慈善事业的发达，早已为夫马进、梁其姿等学者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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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证明，而江南慈善事业何以发达的因素很多，如果与其他地区进

行一番比较，则江南富庶的重要性无疑会大大提升。一般情况下，

人们有了多余的财富才有可能行善。而社区慈善，恰如吴韬所言，

是形成社区认同非常重要的因素（《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载《中

国社会科学》二○○一年第四期）。华北地区的士绅们放任江南士绅来到

自己家乡做慈善，实为无可奈何之举，因为他们自己在灾荒面前都

朝不保夕。丁戊奇荒时，晋抚曾国荃曾抱怨晋中贫瘠之县，“或百里

而无一富室，或数十里而无一小康之家”；直督李鸿章也不止一次向

朝廷报告，“直属素称瘠苦”，“素鲜盖藏”，“本少殷富之家”。

而江南地区历史上便以富庶著称，到了近代，其相对于华北等

地区的优势则更为明显。因为对外贸易使得江南获益最大，中国最

重要的两种出口商品茶叶和蚕丝，江南都是重要的生产基地，尤其

是蚕丝出口几乎为江南独占。笔者曾在《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与江

浙丝商》一文中，探讨了近代上海慈善事业主力的兴替过程，很明显，

在上海开埠之前和开埠初期，沙船商人是上海慈善事业的中流砥柱，

进入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则是江浙丝商，这与十九世纪上海支柱

产业的变迁过程颇为吻合，即由沙船业向丝茶外贸业的转变。

以往曾有不少学者认为，国际贸易的冲击是导致近代小农经济

走向破产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有学者通过一些个案分析，指出国际

贸易反而为小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刘永华 ：《小农家庭、土地开发

与国际茶市（一八三八至一九○一年）—晚清徽州婺源程家的个案分析》，载

《近代史研究》二○一五年第四期）。即便江南地区在十九世纪中叶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遭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破坏，但丝茶产区很快便

得到彻底恢复。来自南浔的一份报告说 ：“尽管这一地区在很长时间

内落在叛军手里，但居民是如此活跃，贸易是如此繁荣，以致叛军

占领的一切痕迹都已经完全消失了。”（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

120 页）从近代义赈的兴旺发达来看，十九世纪下半叶江南地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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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还是不错的，所以才有余力源源不断地接济全

国其他地区。这种接济是主动捐款，而不是国家权力强制性征发。

进而言之，在国家权力完全主宰工业化进程之前，近代中国工

业化的起步，之所以与江南密切相关，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江南的富

庶。与西方不同，中国的近代工业不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自然产生

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由于资金需求巨大，一开始便大多采

用股份制的形式，广泛吸纳社会资源，聚沙成塔，而江南既拥有中

国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剩余资源，又拥有将这些资源进行集聚的机

制，因而成为对接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首要之地。

（《地方流动性及其超越 ：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朱浒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二○○六年版 ；《民胞物与 ：中

国近代义赈》，朱浒著，人民出版社二○一二年版）

长期的无所事事最能使人衰竭和毁灭。——亚里士多德


